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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在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使用效率以及规模效益等方面还存在问题。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构建多个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整体表明“金科产”融合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受到经济环境、金融资本形态、技术创新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并呈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因此，提出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进“金科产”融合发展；关注金融资本总量供给的同时，更应当关注不同金融资本形态在技术创新阶段各环节配置结构的优化、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规模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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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e-technology-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structure, efficiency of use and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o 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several model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by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he whole shows that, financial capital support efficiency of “finance-technology-industry” is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form of financial capital, the stag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deepen supply-side reform in the financial sector，and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e-technology-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ptimization of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he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and the rationality of scale of different forms of financial capital in the stag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finance-technology-indu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financial capital; action path; support efficiency

-----------------

收稿日期：2018-02-05，修回日期：2018-05-30

基金项目：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广东省‘金科产 ’融合创新网络的协同演化与治理研究”（2015A070704064）；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商业生态系统构建、运行及治理研究——基于广东省‘金科产’融合的实践与创新”（YQ201516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全球影响力培育路径研究”（15AZD073）
 “十二五”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加大投入，引导金融与科技、产业融合（以下简称“金科产”），推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广东省在科技与金融结合工作已取得成效的基础上，逐步探索“金科产”的融合发展，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3〕33号）、《关于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意见》(粤府办〔2014〕29号)、《2014年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创新发展重点行动》、《科技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粤府办〔2016〕57号）、《关于发展普惠性科技金融的若干意见》（粤科规财字〔2017〕1号）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成效与近年来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以及金融资本投入总量增长密不可分。在当前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金科产”的融合发展也面临着金融资本配置结构、使用管理效率以及规模效益等问题，存在政策性金融资本投入依赖程度高、市场化金融资本嵌入程度不足的缺陷。为此，如何解构金融资本在“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的作用路径并客观评价其作用效果，把握不同金融资本形态在不同创新阶段的效率差异，对于调整并优化政策、进一步深化“金科产”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文献回顾

1.1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加大投入，引导金融与科技、产业融合，推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在“金科产”融合发展取得系列成效的同时，也引起了众多学者对金融支持效率的关注。整体来说，以财政补贴、政府研发投入等为代表的科技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5]。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上述金融体系作为政策设计，对于私人投资的创新活动具有挤出效应，容易导致企业的政策依赖或寻租现象[6-9]。为此，程宇[10]在研究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中提出了“适应性效率”的观点。

鉴于金融资本对创新驱动发展的不同作用效果，部分学者从资本形态、地区、产业等结构性视角考查了金融资本支持效率的差异及影响因素。李俊霞等[11]、乌兰等[12]认为，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科技金融相对于公共科技金融具有更高的效率，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金浩等[13]、国际昌等[14]研究了科技金融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或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同时指出了这种作用在地区间的不平衡以及金融资源配置过程的风险偏好。谭蓉娟等[15]的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整体效率不高，且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

广东省在科技与金融结合工作基础上，较早开展“金科产”三融合探索，但总体来说理论研究滞后实践发展。从部分学者基于科技金融或“金科产”视角开展的研究来看，定性分析居多，实证分析偏少。在定性分析方面，一些学者对广东“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分析[16-18]，但缺乏定量分析的支撑。在实证分析方面，少数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开展了研究，如骆世广等[19]较早运用DEA方法对广东省2000—2009年科技金融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存在重投入、轻质量的现象；邓彦等[20]以上市公司为例，运用DEA方法考察“十二五”以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研究表明整体支持效率不高且各地市差异明显；刘湘云等[21]以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考查广东省科技金融政策作用效果，研究表明2006—2016年广东科技金融水平不断上升但金融环境、科技投入受到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而科技产出保持稳定增长；江湧等[22]运用DEA方法研究了广东省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在2000—2014年期间不稳定，其中2009—2011年、2013年的DEA综合效率有效。从上述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受到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影响而导致结论不尽相同，甚至部分观点存在冲突。

1.2文献述评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发现，当前围绕“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研究分别考查政策性金融、市场化金融与创新驱动相关内容或支持效率的较多，而将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政策性金融与以银行为主导的市场化金融结合起来考查其对创新驱动支持的研究较少。同时，在金融支持效率的评价方面，基于不同金融资本投入形态的效率差异，以及结合技术创新两阶段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的较少。部分学者运用DEA方法对科技金融相关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在模型构建、指标选择等方面还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在评价结果与现实情况吻合程度方面也还有提升的空间。一是在指标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市场化金融资本的投入要素，没有与政策性金融资本投入结合起来，在金融资本的整体支持效率和不同资本形态的差异上欠缺考查；二是在产出阶段性和时滞性上，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多数学者根据技术创新二阶段的逻辑性假定滞后期为2年，但在考查科技金融支持效率方面，部分学者没有考虑时滞性问题或仅假定为1年滞后期[22]，使得评价结果与现实状况的吻合程度值得商榷。

为此，基于上述文献分析，以及针对当前广东省“金科产”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现状，本研究在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将政策性金融资本、市场化金融资本结合起来，在阐释“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的作用路径及机理基础上，运用DEA方法构建多个模型，比较分析不同资本形态和作用阶段下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及差异，试图更为客观地评价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视角下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

2  “金科产”融合发展视角下金融资本作用路径及机理

2.1作用机理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23]，金融与科技、产业的融合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金融资本在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高回报也迎合了市场化金融资本的逐利性。但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高投入、高风险特征，使得传统的信贷金融机构为了控制风险而选择性提供借贷；同时，由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理念及股权控制等问题，使得风险投资弥补技术创新过程的资金缺口有限。因此，资金问题依然是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在当前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下，在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强化建设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和创新体系，推进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发展。

从政策设计来看，“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目的就是通过制度安排，加强政策性金融资本的支持和市场化金融资本的引导，提高金融资本在技术创新各个阶段和环节的有效供给和配置，更好地服务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模式。具体来说，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在加大金融资本总量供给的同时，推动创新主体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和在各种配置结构上的优化，加强技术研发的同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新产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促进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进而使得各创新主体获得相应的效益或回报，最终实现金融与科技、产业的融合发展（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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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金科产”融合发展视角下金融资本作用路径
图内图注形式改为“注：1）…；2）…；3）…”，注意注的最末不带标点符号！
2.2作用路径

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两阶段的技术创新过程中，“金科产”的融合包括了金融与科技的融合、金融与产业的融合以及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其中，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主要作用在科技创新的阶段，金融与产业以及科技与产业的融合主要作用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总体来说，在“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的作用路径主要体现在政策性金融、市场化金融以及二者结合形成的混合性金融对技术创新两个阶段（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上。具体路径包括：

一是政策性金融作用路径。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政府补贴、创投引导基金等方式加强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获得创新经济效益或税收回报。由于技术创新过程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高投入性，使得政策性金融主要作用在技术创新过程的科技创新阶段，但基于部分新兴技术及产业的特殊性，政策性金融也会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如政府采购、市场补贴等。

二是市场化金融作用路径。市场化金融包括以银行为主体的信贷金融和风险投资两部分。在政策的引导和利益的驱动下，市场化金融资本通过借贷或投贷联动等方式支持技术创新活动，推动技术实现产业化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基于风险与报酬的权衡，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信贷金融主要作用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而风险投资则主要作用在科技创新阶段。

三是混合性金融作用路径。混合性金融主要是在“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由政策性金融、市场化金融组合形成的金融资本形式，作用路径沿着各自组成部分的路径进行，如政府与风险投资机构设立创投引导基金，银行与风险投资、政府等形成的投贷联动模式等。混合性金融因为吸收了市场化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要素，可以作用在包括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个技术创新过程。
在“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供给与技术创新过程紧密结合在上述作用路径上，从最初的总量供给到投入使用，直至成效显现，经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金融资本的支持效率也因不同的投入形态、作用阶段以及使用主体而产生差异。为此，基于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从宏观层面考查“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支持效率及其在创新阶段的差异，结合金融资本作用路径、技术创新阶段以及投入形态特征，将“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的“金融资本”这一研究对象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类型。广义金融资本，主要指金融供给侧最初的投入形态，包括政策性金融资本和市场化金融资本（由于混合性金融资本主要由二者结合而成，故不单独考虑）；狭义的金融资本主要指金融资本进入到技术创新第一阶段的人、财、物的具体投入和运用上，如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经费投入、研发人员投入等。

3  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评价

3.1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结合“金科产”融合发展视角下金融资本作用路径及机理分析，以及前述文献分析和研究思路，本研究在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20-22]，运用DEA分析方法构建多个模型，对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进行评价和对比分析，具体模型、指标选择及研究设计如表1所示。

表1 “金科产”融合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评价模型及研究设计说明

	模型
	模型设计及要素内容
	研究设计说明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滞后期
	

	模型Ⅰ
	R＆D经费内部支出
R＆D人员全时当量
新产品开发费
	技术合同成交额

专利授权量

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品产值
	1年
	模型Ⅰ和模型Ⅱ基于相同的狭义金融资本投入形态和产出指标设计，考查投入产出不同滞后期下“金科产”融合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比较模型拟合程度

模型Ⅱ和模型Ⅲ基于相同的投入产出滞后期，考查不同的金融资本形态以及技术创新阶段下“金科产”融合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比较金融资本投入形态、产出阶段“金科产”融合发展的效率差异

	模型Ⅱ
	R＆D经费内部支出
R＆D人员全时当量
新产品开发费
	技术合同成交额

专利授权量

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品产值
	2年
	

	模型Ⅲ
	中长期贷款

财政科技支出
	新产品销售收入
高技术产品产值
	2年
	

	模型拓展
	分别将模型Ⅱ和模型Ⅲ的产出指标进行调整，拓展考查狭义金融资本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广义金融资本在技术创新整体阶段的效率，并进行比较分析


模型Ⅰ是借鉴部分学者的传统研究思路，基于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人、财、物等资本、资产的狭义金融资本投入形态和技术创新整体阶段设计投入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包括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和新产品开发费；产出指标包括技术合同成交额、利授权量、新产品销售收入和高技术产品产值）---表中已有具体呈现，投入产出滞后期假定为1年。

模型Ⅱ是在模型Ⅰ的基础上，将投入产出滞后期调整为2年，其他投入产出指标不变，考察投入产出滞后期不同的影响，验证模型结果与实际情况的拟合程度，为后面的模型设计做参考。同时，模型Ⅱ考查的是狭义金融资本在技术创新两个阶段（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体支持效率。

模型Ⅲ主要是基于技术创新两阶段人、财、物等资本资产来源渠道，从供给侧角度广义的金融资本投入形态和技术创新的科技成果转化阶段设计指标体系，考查“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广义金融资本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支持效率。在投入指标方面，从政策性金融和市场化金融两个层面考察金融投入要素。其中，政策性金融资源投入用政府的“财政科技支出”数据代表，包括了所有创新主体在创新活动投入中的政府资金部分，包含人、财、物的投入；市场化金融资源投入用非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来代表，主要用于研究开发以及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相关的生产经营或生产性投资活动，在“科技贷款”指标数据的缺失下该指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产出指标方面，由于“金科产”融合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新产品销售收入”和“高技术产品产值”对于最终产出结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而“专利授权量”和“技术合同成交额”作为技术创新过程的中间产物，未能充分反映“金科产”融合发展的最终成果，不予纳入。投入产出滞后期与模型Ⅱ一致，均假定为2年。

3.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采用广东省2001—2016年的相关指标数据，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广东科技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根据投入产出的滞后期假定，分别选择对应年份的数据。其中：模型Ⅰ的投入产出数据年份分别为2001—2014年、2002—2015年，模型Ⅱ和模型Ⅲ的投入产出数据年份分别为2001—2014年、2002—2016年。同时，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以2001年为基期，对投入指标（R＆D人员全时当量除外）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平减，对产出指标用（专利授权量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进行平减。在模型构建、指标选择和数据处理基础上，利用DEAP 2.1软件对广东“金科产”融合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进行分析。

3.3结果分析

3.3.1 模型Ⅱ结果吻合程度分析

通过对比模型Ⅰ和模型Ⅱ结果（见表2），结合广东省近年来“金科产”融合发展的总体成效以及金融资本投入使用状况，整体来说，模型Ⅱ比模型Ⅰ更能反映现实状况，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模型Ⅱ从2010年开始综合效率小于1，比模型Ⅰ提前1年，更能反映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时效。二是近5年与14年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等各种效率均值在两个期间的差距，模型Ⅱ比模型Ⅰ更为明显，比较客观地反映了2010—2014年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三是模型Ⅱ近5年的技术效率均值高于规模效率均值（模型Ⅰ则相反），从现实情况来看，广东省在金融危机后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如自主创新条例、产业转型升级等，目的就是为了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了投入结构的优化。四是模型Ⅱ在2010—2014年的规模效率呈现连续递减状态（模型Ⅰ不稳定），说明广东省在金融危机后虽然不断加大投入促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但规模效益存在较大的问题，原因可以从当期广东省财政科技和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出现的问题来验证：财政科技方面，广东省科技系统出现的贪腐要案、违规骗取科技经费等现象间接造成了财政科技投入资源的巨大浪费；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方面，2010—2016年广东省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比例从69.19%下降到31.39%，尽管有部分原因受到货币政策及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影响，但整体来说金融领域脱实向虚的趋势还是较为明显。

表2 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模型Ⅰ和Ⅱ）

	时间/年
	模型Ⅱ
	模型Ⅰ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

有效性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

有效性

	2001
	1.000
	1.000
	1.000
	－
	0.983
	1.000
	0.983
	递增

	2002
	0.997
	1.000
	0.997
	递增
	1.000
	1.000
	1.000
	－

	2003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04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05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06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07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08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09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10
	0.987
	1.000
	0.987
	递减
	1.000
	1.000
	1.000
	－

	2011
	0.956
	0.988
	0.967
	递减
	0.940
	0.943
	0.997
	递减

	2012
	0.847
	0.884
	0.959
	递减
	0.999
	0.999
	1.000
	－

	2013
	0.870
	1.000
	0.870
	递减
	0.856
	0.865
	0.989
	递减

	2014
	0.995
	1.000
	0.995
	递减
	1.000
	1.000
	1.000
	－

	整体均值
	0.975
	0.991
	0.984
	不变/递增
	0.984
	0.986
	0.998
	不变/递增

	近5年均值
	0.931
	0.974
	0.956
	不变/递增
	0.959
	0.962
	0.997
	不变/递增


注：采用DEA投入导向模型，投入数据均为2001—2014年，产出数据根据滞后期选择对应年份

3.3.2 模型Ⅱ结果分析

（1）综合效率分析。2001年、2003—2009年的综合效率值均为1，达到整体有效状态，说明这8年投入产出处于相对均衡状态，资源配置情况良好；2002年、2011年、2014年这3年的综合效率值介于[0.9～1.0]之间，为相对有效状态，说明这些年在资源配置上稍作调整便能达到有效状态；2012—2013年的综合效率值介于[0.1～0.9]之间，为非有效状态，表明这些年的投入产出需要经过长期的调整才能达到有效状态（见表2，下同）。

（2）技术效率分析。2001—2010年、2013—2014年的技术效率值为1，说明这12年的纯技术效率有效，实现实现了产出最大化或者说是投入最小化；2011年，技术效率值为0.988，介于[0.9～1.0]之间，为相对有效状态，说明这些年在资源配置、使用管理上适当优化便能达到有效状态；2012年的技术效率值为0.884，介于[0.1～0.9]之间，为非有效状态，说明在资源配置结构、管理及使用效率方面存在问题，导致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的现象。

（3）规模效率分析。2001年、2003—2009年的综合效率值均为1、规模效率值为1，说明这8年规模与投入产出相匹配；2010—2014年的规模效率值小于1，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非有效状态，说明这5年产出的增长与投入规模的增长不匹配，需要适当调整规模。

（4）综合分析。总体来说，2001—2014年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975、0.974和0.984，表明基于狭义的金融资本形态供给的“金科产”融合发展整体效率还算合理，但在配置结构、规模效益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但从近5年（2010—2014年）来看，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931、0.974和0.956，与14年的整体水平差距较大，融合发展的整体效率不是十分理想，规模效益方面存在问题突出。其中，2011—2014年连续4年规模报酬递减，这说明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广东省加大了投入支持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但由于狭义的金融资本形态在配置结构、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使得技术创新两个阶段的产出效果不是十分理想，存在资源浪费现象。

3.3.3 模型Ⅲ结果分析

（1）综合效率分析。2001—2002年、2005—2006年、2008年、2014年共6年的综合效率值为1，为整体有效状态，表明这些年投入产出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资源配置良好；2003—2004年、2007年、2009年共4年的综合效率值介于[0.9～1.0]之间，为相对有效状态，说明这些年在资源配置上稍作调整便能达到有效状态；2010—2013年的综合效率值介于[0.1～0.9]之间，为非有效状态，表明这些年的投入产出需要经过长期的调整才能达到有效（见表3，下同）。

表3 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效率（模型Ⅲ和Ⅱ）

	时间/年
	模型Ⅲ
	模型Ⅱ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

有效性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

有效性

	2001
	1. 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02
	1. 000
	1.000
	1.000
	－
	0.997
	1.000
	0.997
	递增

	2003
	0. 938
	0.983
	0.954
	递增
	1.000
	1.000
	1.000
	－

	2004
	0.990
	1.000
	0.990
	递增
	1.000
	1.000
	1.000
	－

	2005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06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07
	0.941
	0.942
	0.999
	递增
	1.000
	1.000
	1.000
	－

	2008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2009
	0.927
	0.930
	0.998
	递增
	1.000
	1.000
	1.000
	－

	2010
	0.768
	0.769
	1.000
	－
	0.987
	1.000
	0.987
	－

	2011
	0.845
	0.887
	0.952
	递增
	0.956
	0.988
	0.967
	递减

	2012
	0.882
	0.883
	0.999
	递减
	0.847
	0.884
	0.959
	递减

	2013
	0.878
	0.884
	0.993
	递减
	0.870
	1.000
	0.870
	递减

	2014
	1.000
	1.000
	1.000
	－
	0.995
	1.000
	0.995
	递减

	整体均值
	0.941
	0.948
	0.992
	不变/递增
	0.975
	0.991
	0.984
	不变/
递增

	近5年均值
	0.875
	0.885
	0.989
	不变/递增
	0.931
	0.974
	0.956
	不变/
递增


注：采用DEA投入导向模型，投入数据均为2001—2014年，产出数据均为2002—2016年

（2）技术效率分析。2001—2002年、2004—2006年、2008年、2014年的技术效率值为1，说明这些年的纯技术效率有效，实现了产出最大化或者说是投入最小化；2003年、2007年、2009年的技术效率值介于[0.9～1.0]之间，为相对有效状态，说明这些年在资源配置、使用管理上适当优化便能达到有效状态；2010—2013年的技术效率值介于[0.1～0.9]之间，为非有效状态，说明这些年在资源配置结构、管理及使用效率方面存在问题，导致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的现象。

（3）规模效率分析。2001—2002年、2005—2006年、2008年、2010年、2014年这7年的规模效率值为1，说明规模与投入、产出相匹配；2003—2004年、2007年、2009年、2011年这5年规模效率值小于1且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需要通过调整加大投入规模，从而保持投入与产出的相对均衡；2012—2013年的规模效率值小于1，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非有效状态，说明这些年产出的增长与投入规模的增长不匹配，需要适当调整规模。

（4）综合分析。总体来说，2001—2014年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941，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均值差距明显，表明“金科产”融合发展中广义金融资本的支持效率整体上还可以，但在配置结构、使用效率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从近5年（2010—2014年）来看，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875、0.885和0.989，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均值与14年的整体均值水平差距较大，广义金融资本的支持效率不是十分理想，技术效率问题突出。其中：2010—2013年连续4年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值小于0.9，2012—2013年连续两年的规模报酬递减状态，5年期间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值差距明显。这说明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广东省加大了金融供给总量和对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广义金融资本在配置结构、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技术效率的问题相对突出，使得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效果不是十分理想（如2012—2013年新产品产出不足），在投入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2012—2013年的财政科技投入冗余情况）（见表4）。同时，2009—2014年综合效率经历了“有效——下降——上升——有效”的过程，说明政府在金融危机后，在金融供给政策的调整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化成效。

表4 2001—2014年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效率冗余值（模型Ⅲ）    亿元
	时间/年
	高技术产品产值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中长期贷款 
	财政科技支出 

	2003
	0
	0
	354.779
	0

	2007
	0
	0
	455.474
	0

	2009
	0
	797.292
	0
	0

	2010
	0
	0
	0
	1.150

	2011
	0
	2 267.747
	1 525.751
	0

	2012
	0
	1 367.758
	0
	11.768

	2013
	0
	0
	0
	81.297


注：其他年份均为0，略

3.3.4 模型Ⅱ拓展分析及比较

在模型Ⅱ中，将产出指标调整为“新产品销售收入”和“高技术产品产值”，投入指标不变，拓展考查狭义金融资本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由于篇幅所限，详细结果略），得到2001—2014年和2010—2014年两个期间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945、0.970、0.974和0.871、0.951、0.916。对比原模型结果，说明狭义的金融资本在技术创新全过程的支持效率高，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支持效率相对低，间接说明在科技创新阶段的支持效率较高；同时，从效率内部结构来看，说明狭义金融资本近5年期间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综合效率相对不高，规模效率问题相对突出。

3.3.5 模型Ⅲ拓展分析及比较

在模型Ⅲ中，将产出指标调整为技术合同成交额、专利授权量、新产品销售收入，投入指标不变，拓展考查广义金融资本在整个技术创新两阶段的支持效率（由于篇幅所限，详细结果略），得到2001—2014年和2010—2014年两个期间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960、0.967、0.992和0.903、0.921、0.961。对比原模型结果，说明广义金融资本在技术创新全过程的支持效率高于科技成果转化阶段，间接说明在科技创新阶段的支持效率高于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同时，从效率内部结构来看，说明广义金融资本在科技创新两阶段的配置结构都存在问题，而从近5年来看，技术效率均值与规模效率均值差距较大，说明广义金融资本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配置结构问题相对科技创新阶段更为突出。

4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基于金融资本供给视角，通过构建不同模型比较分析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同金融资本形态在不同阶段的支持效率，尽管在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上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未能将风险资本和企业自有资本投入考虑进来、科技贷款数据由中长期贷款数据代替），但不影响整体结论。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4.1结论

（1）基于投入产出滞后期为2年假定的模型，比1年滞后期模型的分析结果更能客观反映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视角下的金融资本支持效率，如金融危机以来不同金融资本在创新阶段的配置结构、使用效率以及规模报酬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技术创新阶段的规模报酬递减以及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配置结构不够优化、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或趋势。

（2）“金科产”融合发展对于技术创新的综合作用效果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作用效果表现整体趋好；而在经济环境差的时候，作用效果表现整体趋向不良，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受到影响尤为突出。同时，狭义金融资本供给的规模效用与广义金融资本供给的技术效用在技术创新两个阶段受到的影响都很明显。

（3）金融供给总量对于“金科产”融合发展的作用效果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并非投入越多就效果越好。为了加速推进创新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广东省金融供给在技术创新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投入总量不断提高，但由于金融资本在配置结构、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使得产出效果不是十分理想（2010—2014年综合效率明显下降），不论是狭义的金融资本形态供给还是广义的金融资本形态供给，都呈现不同程度的规模报酬递减状况。

（4）金融供给结构对“金科产”融合发展的作用效果影响明显：狭义金融资本在近5年期间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综合效率相对不高，规模效率问题相对突出；广义金融资本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配置结构问题相对于在科技创新阶段更为突出；同时广义金融资本供给在政策性金融资本、市场化金融资本之间的配置结构及使用效率也存在问题，如财政科技支出投入冗余现象、中长期贷款比例下降等。

4.2建议

（1）合理加大金融供给总量，助推“金科产”融合发展。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规模效率明显，说明金融总量对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政府需要加强政策性金融的供给，并加大力度引导市场化金融在创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供给，进一步推进“金科产”的融合发展。同时，在加大金融供给总量的同时，要注意规模的合理性以及配置、使用的有效性，避免出现规模报酬递减现象。

（2）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促进金融经济协调发展。近年来，市场化金融脱实向虚趋势明显，政策性金融投入出现冗余问题。因此，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资本配置结构和作用效果，引导市场化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发展，强化资本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与融合。

（3）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提升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在科技创新阶段，注重加强政策性金融投入和结构优化（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结构）的同时，引导市场化金融资源进入并与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协同，以混合性金融的方式（如投贷联动）投入到科技创新阶段；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适当采取政府干预调控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注重以市场化金融为主导、以政策性金融为引导。同时，还应注重各种金融资本形态在产业结构、区域布局以及产业发展阶段上的结构优化，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4）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科技金融运作模式。通过政策引导、政府治理以及市场竞争等手段，聚集优质的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等创新主体和创新资源，以政府为引导、市场为主导，构建相对稳定和健康的科技金融平台及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在引导机制、合作机制、利益机制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确保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有效运作。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创新科技金融运作模式，进一步推进创投引导基金、投贷联动、科技支行等模式的运作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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